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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已成為當代政府運作與學術研究風潮，然協

力研究實際上忽略一重要議題，即公私部門管理者對於協力究竟

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由於態度會決定人的行為模式，對於在制

度與組織層面提出各項能左右協力成效的要件，但也不能忽略運

用這些遊戲規則的卻是代表組織的公私部門治理者。再者，對於

公私協力的研究多採經濟途徑，然而跨學科領域的完整實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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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相對缺乏。基於上述，本文主要分從公私部門管理者角度，建

構經濟與社會 -心理的理論途徑，探究公私部門管理者在契約管

理上的態度意向「為何」與「如何」對協力行為產生影響（正式

契約與關係治理），並以目前公私協力中最具爭議且重要的長期

照顧制度做為研究個案。主要研究發現如下：1.公部門希冀透過

正式契約作為契約運作機制；然私部門則較偏向於關係治理；2.

量化資料驗證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是互補關係而非抵換關係。  

關鍵詞：  正式契約、公私協力、關係治理、協力關係成效、長期照

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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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據行政院經建會推估，至 2060 年，65 歲以上的人口將會佔全國

人口的 39.4%，屆時，每 1.2 個青壯人口就要扶養一位老年人口（經

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2010，頁 14-19）。而隨著人口老化及身

心障礙者的急遽增加，將致使「長期照顧」（以下簡稱長照）需求

與日俱增（陳淑芬、鄧素文，2010，頁 5），為此，行政院於 2007

年核定「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以下簡稱十年計畫），以增進

老年及身心障礙者能獲得適切服務，提升生活品質。十年計畫以「在

地老化」（aging in place）為核心，服務的資源開發以縣市為中心，

透過縣市政府內部社政與衛政間的協調整合，並引進民間參與的策

略，透過購買服務的方式，活化公私部門資源，強調民間參與的涉

入，建構完整社區照顧網路（行政院衛生署，2007）。立法院更於

2015 年通過長照服務法，並於 2017 年正式實施；同時，行政院為整

合長照資源、擴大服務對象與項目，積極結合民間力量，更推出「長

照十年計畫 2.0」（以下簡稱長照 2.0）的推動計畫。可預見的是，

長照運作將愈發仰賴公私部門間的合作。  

在公私部門的合作關係中，令人思考的是，是否是契約的嚴密

程度，還是雙方合作的互動關係，對於執行成效的影響較為顯著？

前者強調的是控制導向，而後者則傾向於關係導向（Alford & O’Neil, 

1994）。這兩種不同的管理觀念，同時也映射出兩種不同的政策工

具，即委託外包與公私協力。從 1970 年代民營化風潮開始，公部門

透過「委託外包」的方式，倚賴私部門提供公共服務，旨在降低成

本並提升服務品質。在這種合作模式下，雙方仍然維持一種上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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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的關係（Brudney et al., 2009）。然而，進入 1990 年代以來，隨著

公民價值的喚醒，「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成為了

全球各國民營化政策的主要工具（Osborne, 2000, pp. 1）。在此協力

概念之下，公私部門共同參與公共服務的提供，彼此之間並無明顯

的界線，而是處於水平對等的地位。無論是委託外包或是公私協力，

兩者都依賴契約作為正當化雙方關係的工具。然而，問題仍在於，

是契約的規範性還是雙方的互動關係，對於合作成效的影響更為重

要呢？  

雖然委託代理與公私協力兩種政策工具在本質上存在一些區

別，但它們都需要通過契約的形式來確立和合法化合作關係。然而，

相關研究揭示了契約制定的兩面性：它可以有效地減少政府支出、

增加靈活性、並改善服務品質（Ke et al., 2009; Grasman, 2009; Yang 

et al., 2010, pp. 77; Crystal et al., 2011），但它也可能帶來效率未達

預期、成本上升、資源分配不當以及服務品質下降等問題（Botkin, 

1999; DeHoog & Stein, 1999; 陳重安，2011，頁 112）。在契約制定

的過程中，將會產生一種個人選擇行為。面對公私部門的合作關係，

管理者將如何看待？是會傾向嚴謹的契約制定，並堅持按照既定規

則行事？還是會偏好具有彈性的對等合作關係，在契約制定中保留

更大的靈活性？這其中的關鍵，可能在於公私管理者對合作關係的

態度。公私部門的管理者對於與其他方合作所持有的正負面評價，

將影響他們在契約制定和關係維護的行為。而個體間的這種互動關

係，也恰恰反映了組織之間的關係。這意味著，在合作關係中，領

導者扮演著重要的角色（Yang et al., 2010, pp. 77; Van Slyke, 2007; 

Huxham, 2000; McGuire & Silvia, 2010; Getha-Taylor, 2008）。  

對於個體行為的影響，取決於個體本身的態度（張潤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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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65；Berelson & Steiner, 1964）。如 Lao-tzu（1972）所言，一個

人的態度定義了他的思考和行動。公私部門的管理者對於公私雙方

互動關係的態度，將影響他們在制定正式契約時，是更偏向嚴謹的

規範還是保留更大的彈性。然而，前人的研究中卻往往忽略了這一

層次的討論，這一點也得到了其他相關研究的證實（Yang et al., 2010: 

77; Van Slyke, 2007）。目前階段，大多數協力研究都集中在組織間

層次的網絡觀點，而較少涉及形成組織間協力模式的個體層次

（O’Leary et al., 2012, pp. S71）。Huxham（2000）認為，代表組織

與其他組織進行協力運作的個體，也就是個體之間的互動關係，是

確保協力方案有效實施的基礎。Huxham 與 Vangen（2005, pp. 84）

在他們的協力研究中進一步提出，組織形成的協力網絡是由個體所

組成的，這些個體代表著不同的組織，他們對協力目標的看法在不

自覺中會影響到制度與參與協力的組織。  

除了協力執行成效上缺少個體行為的確實驗證，相關文獻也

指出領導者在協作體系中的重要性（ McGuire & Silvia, 2010; 

Getha-Taylor, 2008）。此外，現有的契約制定研究具有強烈的規範

性特色，但缺乏充足的實證數據支持；對於契約制定中在績效的非

效率面證據，也掌握過少；對於如何將信任關係的研究，運用在契

約管理上的知識也未臻成熟（陳重安，2011）。再者，傳統上，公

私合作的研究主要從經濟的角度切入，但近來學界呼籲更多地從公

共行政的社會和政治面進行研究（陳重安，2011；Van Slyke, 2007; 

Wong, 2008）。Lynn（1998）曾建議，公共行政學者應該努力融合

社會、經濟、政治和心理學的理論，以確保新公共管理能基於跨學

科的理論（陳重安，2011）。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和實際觀察，本

文選擇長期照護制度作為研究主題，希望建立一個結合經濟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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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的模型，從公私部門管理者的視角，收集實證數據，探討契

約制定行為對協力執行成效的潛在影響。 

貳、文獻檢閱與評估模型的提出 

一、政府與社會福利服務契約關係  

從 1990 年代開始，政府面對財政壓力和不斷增加的社會需求，

傳統的層級治理模式顯得力不從心，於是「協力治理」的概念應運

而生。這個理念包括了公私合作、間接政府和代理政府等多種方式

（曾冠球，2017，頁 67）。在此背景下，Ansell 與 Gash 於 2018 年

更進一步創設了「協力平台」，這是一個制度化、有資源和具體目

標的機構，旨在推動、調整並確保各種合作網絡和計劃的成功執行

（Ansell & Gash, 2018, pp. 552）。這種協力要成功，通常需要納入

企業、非營利組織等不同利益相關者，從而分散風險並制定多元化

的策略（Bryson et al., 2015, pp. 652）。在這之中，各方的參與動機

十分關鍵。例如，公部門可能參與的原因是自身限制，而私部門則

期望能達到具體且有價值的成果。當利益相關者看到他們參與所帶

來的實質成果時，他們的參與意願將增加。長照的需求隨著時間而

逐漸增多，政府單打獨鬥難以提供足夠的服務。在實際情況中，大

多數的長照服務是由非營利組織來承擔。但這些組織經常面臨資金

短缺和其他困難，雖然他們充滿使命感，但仍需尋找穩定的經濟來

源（林淑馨，2015，頁 23）。因此，如何吸引私部門參與協力治理

以及如何設計初始的財務計劃變得尤為重要。非營利組織對長照的

投入是有使命感的，這種使命感和前述的財務考慮，共同成為了推

動私部門參與長照協力治理的主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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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治理有兩種形式：公民參與治理及組織間協作（O’ Leary & 

Bingham, 2009, pp. 267）。在這種分類下，長照制度屬於組織間協作，

面對無法由單一組織解決的長照問題，各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必

須合作提供服務。作為社會福利服務的長照與非社會福利服務委託

民間的理由雖相似，如降低成本、提升服務品質，及善用民間的專

業知識與資源，但在服務傳遞與可及性上卻大不同。社會福利服務

需符合多元且長期的需求，非社會福利服務則重複性高（GAO, 1997, 

pp. 30）。基於這些因素，非營利組織因其特性，常為政府尋求提供

社會福利服務的首選（林淑馨，2015，頁 23）。根據日本學者山岡

義典的分類，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可以分為補助、共同舉辦及

委託，依自主性程度有所不同（山崗義典，2005；松下啟一，2002，

頁 5）。長照服務需求量大，且非營利組織有高度自主性，因此多數

是補助型合作。陳敦源與張世杰（2010，頁 26）指出，在委託關係

下，公私間難以建立信任，因此往往只能依循短期契約，且私部門

自主性較低。然而在補助關係下，雙方的合作是長期性的，私部門

的自主性高，這也增強了契約管理的意義。  

根據美國主計署的研究，比較社會服務與非社會服務的委外特

性時，從服務輸送、市場競爭、服務可近性以及契約的發展和管理

等方面來看，社會福利服務在契約管理的層面可能會遇到更多的挑

戰（GAO, 1997, pp. 30）。政府在委外契約的過程中似乎缺乏對績效

的評估，不確定社會服務是否真正地被弱勢群體所獲得。這樣的情

況可能與政府在設定政策目標和需求時的不明確性，以及市場主導

的意識型態有關。當政府將社會服務視為一種追求成本效益的政策

執行方式，它可能失去了管理契約制度的動機，從而導致契約管理

和績效評估能力的不足（Van Slyke, 2003, 2007）。此外，由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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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政支援不穩定，社福組織可能需要承受更高的經營風險，而政

府則在財務壓力下可能提高資助的審核標準，這與社會服務的公益

宗旨不符（陳燕禎，2008；黃琢嵩等，2005）。在私部門，一些受

委託的組織為了獲得更好的評估結果以確保續約，可能過於關注評

鑑制度而忽略真正的服務品質，這種目標錯置的現象在受委託組織

中已經被明確指出（Saidel, 1991; Alexander et al., 1999; Van Slyke, 

2003, pp. 298; 黃琢嵩等，2005，頁 150-151）。此外，契約續約的

不確定性也可能間接損害受託組織的內部員工和服務對象的利益

（黃琢嵩等，2005，頁 151）。  

我國在 2007 年提出的「長期照顧十年計劃」（長照 1.0）後續

於 2016 年推進「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並自 2017 年開始實施長

照服務法。此法律主要著重於長照服務的範疇、資金來源、人員與

機構的管理、以及受照者權益和服務發展獎勵等多方面（郭昱瑩，

2019）。長照 2.0 不僅加強了長照 1.0 的服務，從 8 項增至 16 項，

且放寬了申請資格。這不僅顯示政府與民間的合作越來越重要，也

強調了契約管理的必要性。根據黃源協與莊俐昕（2018）的研究，

建立良好的風險管理機制可有助於加強夥伴關係。此外，姚昱伶

（2019）也提到，非營利組織在接受政府的長照服務補助時，嘗試

透過各種活動減少對地方政府的資源依賴。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看

出公私夥伴關係中仍存在信任的缺口，因此，莊俐昕與黃源協（2020）

認為我們應該更重視夥伴之間的長期合作關係。而根據代理人理

論，受託方往往擁有比委託方更多的資訊，但在公私合作中，這一

點尚未得到適當的協調，導致資訊流通受限，影響服務受益者的權

益（Van Slyke, 2003, pp. 298）。還有研究提到，地域差異和外包的

服務模式會減少市場競爭（Van Slyke, 2007; 黃琢嵩等，2005），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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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得市場機制能夠提供高品質服務的觀念受到質疑（劉淑瓊，

2001）。  

從目前面臨的困境來看，公私部門在社會福利服務的合作中，

都會在簽署和執行契約過程中遭遇到管理上的挑戰。如何訂立契

約，以及契約簽定後的履約方式，無論是堅持契約內容還是給予一

定的執行彈性，都是困擾公部門和私部門管理者的問題。根據

Barbaram 與 Costley（2008）的研究，他們評估購買式服務契約時發

現，在締約過程中的每一步，公私部門的價值判斷都會對政策的制

定和執行態度造成影響。雖然本文的實證資料取自 2013 至 2014 年，

但隨著服務對象和服務項目的不斷擴充，契約管理的重要性日益提

高。因此，本文的發現對於理論框架建立和實際應用都具有重要意

義。  

二、公私協力執行成效的反思  

從理論文獻檢視社會福利委外的成效評鑑，我們似可從網絡

（network）、組際（ inter-organizational）或民主觀點進行討論。傳

統上成效評估採取的是目標導向，透過測量瞭解目標達成程度，但

此做法在網絡觀點將是有問題的（Klijn, 2005, pp. 272）。網絡觀點

下，政策方案因涉入多元利害關係人，他們有各自的觀點、目標與

策略，我們很難去瞭解該從哪個目標做為我們評估的起點，尤其又

牽扯超過一個以上的政府組織時，這樣的問題又更是嚴重。長照服

務以往即分屬衛政與社政系統管轄，其間涉及多重中央與地方政府

間以及垂直與水平的互動關係。也因多元行動者的涉入，不僅來自

於政府部門也包括私部門的參與者，我們很難有一集體目標做為評

估重點。再者，網絡中多元行動者間的頻繁與複雜的互動，也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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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作過程中改變彼此原先的目標，這也意味著此互動過程，會有在

合作初期時所未預料的資訊匯入，彼此因著互動與資訊的增加，改變

當初的目標與策略，這不可不謂為一種組際學習（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ning）的過程。但是，若評估根據的是合作初期即已確立的政

策目標，那因著時間遞移所產生的學習效果，將未能在評估結果上

有所展現（Klijn, 2005, pp. 273）。  

另從民主觀點看評估更點出難以克服之處。政府透過市場機制

將公共服務委由私部門提供，追求經濟與績效效益，但師法企業機

制真能帶來降低服務成本與提高服務品質，一直都是備受矚目的議

題。對於這樣的現象，私部門也開始期望能從短期契約轉向長期夥

伴關係（Rees et al., 2012, pp. 6-8）。「最佳價值」（Best Value）的

概念即被提出，其主要概念就是希冀以關係契約取代委託代理的競

爭關係，公共服務的使用者也是服務產出的生產者，跳脫以往委託

代理服務提供與使用是嚴格分離的概念（Bovaird & Halachmi, 2001, 

pp. 458-459）。而 DETR（2001）根據最佳價值所提績效指標，包括

策略目標、成本 /效率、服務輸出成果、品質，及公平取得等，似也

可作為我們對於協力成效界定之參考。從這樣的指標界定不難看出

最佳價值所提倡者主要在追求協力的實質落實，因此講求公民角

色，以及共同參與的重要性，而公平性的追求也更是協力評估的重

點所在。這些價值性的評估是以往以委託代理所界定的績效評估難

以測量之處。Pfeffer 與 Coote（1991）即點出在社會福利服務中，民

眾不單是服務接受者也扮演公民（citizen）角色，因而提出「民主的

品質觀」。亦即，現代福利體系所謂公平有兩個目標，分別是回應

個別需求以及讓民眾具有做為公民和顧客的權力。然而此公平目標

的衡量在實務上有其困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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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協力成效的討論至此，許多公共政策或服務其實很難用「成

功與否」來對成效下定義，也很難找到數據來檢視（朱鎮明，2005，

頁 131）。目標導向的評估難以衡量協力本身，從方案的起始、規劃

與執行此連續過程的動態特性，（Raisbeck & Tang, 2013; Liu et al., 

2014, pp. 505; Grimsey & Lewis, 2002）。基此認知，朱鎮明（2005，

頁 131）提出可讓參與者進行同儕評鑑，讓彼此評估投入心力的程

度。從本文長照服務來看，站在多元利害關係人立場，則政策目標

有多元觀點，若以公民角度討論長照服務的成功與否，又會陷於廣

泛實證蒐集民眾意見資料的困難。在考量到長照服務政策成功與否

的界定困難，以及民眾實證資料蒐集等問題後，本文對於公私協力

的成效將以「協力關係成效」作為評估模式最終內衍潛在變數（依

變數）。此變數界定的構想也在相關研究與實務獲得支持，如國際

衛生組織針對衛生與福利制度的協力成效評估構面中，即提出協力

合作中彼此必須有為共同目標貢獻心力的意願；Alexander（1998, pp. 

312-313）即曾以 1995 年 CNN 協力計畫，驗證衛生福利制度發展下

何者為影響協力執行成效的重要因素，其中選擇並支持共享願景以

及在此願景下對於共同任務的建構等均點出貢獻心力意願對於協力

成效的重要性；再者如 Jack 與 Phillips（1993）提出若要發揮協力成

效，則必須確保協力願景的明確界定與承諾，以及承擔風險的意願

與行動能力。  

三、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的契約管理機制  

從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解契約管理行為，則嚴格的契約規範將有

助於降低協力成本。交易成本來自於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對於洽

談、議價、協議所衍生的成本，成本的產生主要是因交易過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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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完整資訊場域中進行（Cowen & Parker, 1997, pp. 37；Reeves, 

2008, pp. 971）。基此，契約制定階段需加以考量三種可能危機，如

不確定性、績效測量的困難與風險認知等（Poppo & Zenger, 2002; 

Masters et al., 2004; Parker & Hartley, 2003）。  

Vlaar et al.（2007）曾指出，組際關係間所制定的正式契約，將

可減少偏誤、情感的表達、更為聚焦，進而有助於建立良善的組織

間關係。在組際學習的相關研究中，也以路徑分析的實證數據，驗

證了組織間的正式契約關係，有助於彼此對資訊的分享（ Lui, 

2009）。因此，契約越是複雜，越是針對承諾、義務，和爭論的解

決過程越有詳細的規範。例如：複雜的契約中，會明確規範出受託

者的角色和責任、監督和不服從的懲罰等。更重要的是，決定的成

果或產出，將會被重視且加以落實。根據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觀點，

管理者的任務是在治理安排中，以縮減成本為考量，並確保在這個

支出成本下能獲得所要的品質與數量的要求。根據以上討論，本文

形成以下研究假設：  

H1：正式的契約規範有助協力執行成效。  

然而，健全治理實涵蓋有效治理（good governance）及健全行

政（sound administration）兩層面。前者講求政府運作具備適應力、

能力的建構與發展、管理與政策要能持續創新；而健全的行政系統

是動態的、彈性的且多元的（Farazmand, 2004, pp. viii）。就此，我

們可理解實際上治理不僅僅強調契約規範，其中更涉及非契約規範

之元素，亦即，利用法律契約以外的型式去維持雙方的合作關係（葉

英斌、李岳儒，2012，頁 136）。  

組際間的治理關係體現在雙方對於社會關係的價值認同（Heide 

& John, 1992），在這個過程中與正式契約相較卻是可以有效減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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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Dyer, 1996; Dyer & Singh, 1998），因此，組際間的交換係

鑲嵌在社會關係中的。對於此關係治理的社會交換過程，可促使雙

方在合作關係中的承諾與義務的實行，此社會過程強調資訊交換、

彈性與凝聚的規範。彈性使雙方可應付未知的事件；凝聚促使雙方

建立雙邊問題解決管道，創造共同行動的承諾；資訊交換促進彼此

對問題的解決。因此，若能妥適應用此些社會過程的元素，將能有

效減緩正式契約中所要防範的危機因素，如績效的難以測量或不確

定性。在組織管理研究的領域中，對於彈性的規範、資訊的共享以

及承諾等的研究，其實是能有效防止交易雙方在過程中所可能潛在

的投機行為（Bradach & Eccles, 1989; Jones et al., 1997; Adler, 

2001）。經濟學者關心在治理中理性與算計面向，尤其是對未來交

易的期望，而此期望會影響目前的合作關係；相對的，社會學者所

關心的是交易關係中的社會規範與社會鏈結（social ties），此些是

起源於交易關係前的（Uzzi, 1997, pp. 45）。據此形成以下假設：  

H2：彼此社會互動關係有助協力執行成效。  

四、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間的關係  

(一) 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是抵換的  

多數的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多認為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是替代

的，當採其一，勢必排除另一治理機制。尤其關係治理中的信任元

素，會隨著簽約關係的次數逐漸增加，進一步的減少彼此交易成本，

如 Dyer 與 Singh（1998）所言，信任和聲譽將常常取代正式契約中

的控制機制。Gulati（1995, pp. 93）曾指出，信任可以替換任何交易

關係中的層級式契約。相同的，Uzzi（1997）提出鑲嵌在社會結構

的交易關係，將可節省很多以往花在協商談判的時間。甚至有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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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正式契約是不重要的，非正式的社會控制將取代正式契約

（Larson, 1992, pp. 28）。因此，對於替換一說有一個基本假定是：

假如有一方信任另一方，則對於契約關係中特定行為的界定將趨於

簡單。  

H3：越注重關係治理機制將使正式契約規範越趨彈性。  

除了信任因素可以抵換交易成本對行為所做的觀察外，相對

的，正式契約也有可能會破壞關係治理的形成與發展。Ghoshal 與

Moran（1996, pp. 24）即認為正式契約中所清楚載明的控制機制，將

有害於合作關係。Macaulay（1963）也曾提出，契約的簽定也會產

生意料外的結果，詳細契約規範可創造出好的交易關係，但也可能

因訂定過程過於嚴格，破壞了彼此的信任與交情，從協力關係轉變

為討價還價的競合。在這樣的邏輯基礎下，Berheim 與 Whinston

（1998）提出，若對正式契約制訂越仔細，則越會引起投機行為的

產生，且此些投機行為往往是契約制訂時難以設想到的。此形成另

一個抵換的假設：  

H4：越注重正式契約的規範則關係治理機制將越難形成。  

(二) 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是互補的  

另一觀點認為兩者並非抵換而是互補，結合正式與非正式的多

元治理機制或許會比選擇單一機制來的更具績效。明確的契約措

辭、清楚的解決爭端機制，以及同時具備彈性的、團結的、互惠的

和持續的關係規範，將會促使組織間的合作更具信心。契約得訂定，

可以使得合作的雙方，對於長期合作關係的承諾有著正式的規範，

同時，契約中有關獎懲的規定也有助於抑制合作雙方可能的投機行

為（Baker et al., 1994）。合作的雙方若一開始即因為正式契約的規

範，而有明確的合作行為，則在未來的關係中，合作行為將會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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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的（Poppo & Zenger, 2002; Larson, 1992）。由此我們可假設，

正式契約規範的保障有助彼此長期合作關係的培育。  

H5：越注重正式契約的規範則越有助關係治理機制的形成。  

另一方面，由於擬定契約的一連串過程中，需雙方相互決定和

允諾各種有關非預期的可能、不順從契約的懲罰機制，以及相關規

定。於是，在此相互對話與討論中，也漸漸培植出彼此的社會關係，

而此社會關係將有助防止投機行為的產生（Poppo & Zenger, 2002, pp. 

713）。因緊密社會關係的建立，讓雙方對於契約內容的制定可以有

更深入的對話與了解，增進彼此資訊的共享，以制定合理的績效評

估與監測機制，凡此均將反饋至未來契約的設計，而成為更詳盡的

正式契約。據此討論而形成另一研究假設：  

H6：越注重關係治理機制將越有助於正式契約的規定。  

五、趨向正式契約或關係治理的影響因素  

針對影響趨向正式契約或關係治理的前置因素，本文將從文獻

檢閱進行初步研究假設的提出，其後，本文將從實際場域的觀察，

調整文獻檢閱所提出之因果模型。複雜的契約制定，越會針對雙方

在契約履約的過程中，明確規範出雙方的角色與責任、監督履約的

執行，以及不服契約規定時獎懲機制。Parker 與 Hartley（2003）認

為，公私協力實是在一個資訊不足的交易關係中進行，而交易成本

經濟學觀點已獲得多數研究證實有助了解公私協力的優勢與弱勢。

Reeves（2008）跳脫交易成本經濟學而借鏡社會與心理學觀點，探

究公私合作關係是否有所謂關係契約存在。該文雖嘗試跳脫經濟學

觀點，但仍提出以交易成本觀點觀察公私協力將能有較佳理解的論

點。Masters et al.（2004）透過對風險與信任的調查，討論此兩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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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響組織選擇市場取向或層級節制的治理機制。而該研究的理

論架構也是奠基交易成本之上，在交易成本架構中討論信任與風險

偏好的角色。從上述討論發現，不論是單純走出經濟學觀點討論非

經濟面的協力關係，亦或建構在交易成本取向模型討論公私協力運

作，兩者均以交易成本經濟學為基礎。而從交易成本的相關文獻，

我們可整理出以下幾點因素，主導著交易成本的高低，分別是不確

定性的認知、績效測量困難性認知，與風險認知等（Parker & Hartley, 

2003; Reeves, 2008; Masters et al., 2004; Poppo & Zenger, 2002）。  

透過以上的討論，本文認為，委託與受託雙方之間對於正式契

約擬訂的複雜程度，將取決於交易成本經濟學中所提出的三種不同

因素。分別是不確定性的認知（uncertainty）、績效測量困難性認知

（measurement difficulty），與風險認知（general risk）等。這三種

因素的認知程度會影響正式契約的複雜程度，亦即對於未來的不確

定性越高，越有可能的投機行為時，將會促使契約的擬定趨向複雜；

對於績效測量越困難，也越有可能在契約制定時，就嚴格規定必須

提供的數量與服務品質；最後，對於風險認知越高，為了降低履約

後的風險，在擬訂契約時，也會想盡辦法制定出一個可以防範於未

然的契約，因此，契約將越趨近於正式、複雜而沒有彈性。  

然而相對的是，本文也認為，為了制定出此一高度正式化契約，

勢必會提升彼此在契約管理上的交易成本，因此，契約管理者很有

可能在意識到這些成本後，轉而趨向關係治理的治理機制。前此曾

提及，即便是採取交易成本經濟學觀點進行契約管理的研究，也觀

察到組織間治理時而隱含超過正式契約的範圍。當契約關係形成

後，日後契約執行是一組織間互動關係，此互動是鑲嵌在社會關係

中。而以社會關係為基底所進行的契約管理，所產生的交易成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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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正式契約在擬訂過程中所衍生的交易成本來的低（Dyer, 1996; 

Dyer & Singh, 1998）。在組織管理的研究領域中，對於彈性的規範、

資訊的共享以及承諾等的研究，其實是能有效防止交易雙方在過程

中所可能潛在的投機行為（Bradach & Eccles, 1989; Jones, et al., 1997; 

Adler, 2001）。倘若合作雙方能適當運用社會過程機制，將會有效

減緩正式契約中所要防範的危機行為，如特定資產投資、績效難以

測量及不確定性等。因此，同樣均是面對交易成本的三種變數，但

有些管理者將會採取正式契約的擬定，而有些則會採取關係治理方

式。可能原因來自於他對於與公私部門間合作的態度有所不同，因

此影響其對於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的行為。  

不確定性是影響契約簽定雙方在考量要趨近於正式契約，或是

關係治理的影響因素之一。不確定性意指在交易的過程中對於非預

期的變化（Noordewier et al., 1990）。在交易過程中，由於雙方皆處

於資訊不完全的情況下，這種不完整的資訊可能引起交易環境的變

動，使之與原始簽約時的情況產生出入。因此，為了防止這些不確

定性的環境導致交易條件的改變，契約管理者有的趨向於更為嚴密

的訂定契約，有的則偏向於更從社會關係的角度，採取較為寬鬆的

制度規範，以增加未來面對不確定性所產生環境改變時的應對空

間。因此，形成本文所欲驗證的假設如下：  

H7：對於不確定性的預期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於正式契約的

規範。  

H8：對於不確定性的預期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於關係治理的

機制。  

對於交易關係中績效的測量困難是另一個形成交易成本變高的

因素。市場機制要能成功的發展，需要有能力評估產出的結果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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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成本是達到一致的。當績效的測量是困難時，則很有可能會

誘使受託方採取投機行為，以低於契約價格的成本執行委託事項。

在這樣的情況發生時，依據本文前此的討論，為了避免因為績效測

量的困難而產生的投機行為，則契約管理者將有可能採取正式契約

的方式加以嚴格訂定測量指標；另外，契約管理者也很有可能會採

取關係治理的方式，透過社會關係的網絡互動，開誠布公的資訊分

享管道，以共謀問題的解決。因此，形成本文以下研究假設：  

H9：對績效難以測量的認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於正式契約

的規範。  

H10：對績效難以測量的認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於關係治理

的機制。  

從交易成本的觀點出發，我們不難發現其對於人性的假定除了

有限理性外，還包括投機行為。而這兩項假定即構成交易過程中所

產生的風險危機。也因為這個風險，則交易過程的雙方會因為在理

性自利的趨使下，而選擇握有他人所沒有的資訊，以便在這個不完

整的資訊場域中，令自己掌握較多的籌碼，以利自身與他人談判之

用（Parker & Hartley, 2003）。以往對於風險認知的研究，多將對象

集中在公部門，然受託者本身也面臨著這些理性自利以及投機行為

的狀況（Yang et al., 2010）。因此，本文對於風險認知的探討，屬

於雙方在交易過程中一般性的風險認知調查。與前此假設的提出相

同，對於風險的認知，有可能會使契約管理者偏向正式契約的嚴格

擬定與降低所感知到的風險；但也有可能會使契約管理者偏向採關

係治理的方式，藉由社會關係基礎的互信互賴與資訊分享，已達到

風險的降低。形成本文以下研究假設：  

H11：對於風險的認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於正式契約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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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對於風險的認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於關係治理的機制。 

綜合上述，本文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協力關係成效影響模型（初始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 

六、實務觀察與理論架構的互動：組際信任在組織

間合作中的調節角色  

另一方面，本文也透過對實際場域的觀察，可知長照服務中公

私部門之間的合作是基於「資源的相互依賴」所形成的。這建立在

一個前提上，即組織本身缺少關鍵的資源，因此需在外部環境中尋

找並與其他組織達成協定（Emerson, 1962）。這種協定的交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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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資源和權力兩大因素之上的互動。權力的控制取決於組織

對外部資源的需求程度，以及其他組織對內部資源的需求程度。這

種交換的互動是在社會背景中發展的，因此組織對於所需資源的可

替代性（Granovetter, 1985）也是瞭解這種資源相互依賴網絡的重要

關鍵。當考慮組織間的資源依賴時，一個重要的面向是「權力的不

均衡」。根據過去的研究，這種權力的不均衡與組織之間的交互作

用和合作模式有著密切的關係。Emerson（1962）透過數學函數描述

了政府和非營利組織間的權力與資源變動，強調當一方的權力超過

另一方時，將出現資源依賴的狀況。Zinn et al.（1997）及 Gulati 與

Gragiulo（1999）的研究也指出，資源豐富的組織較傾向於形成聯盟，

而資源有限的則可能選擇合約。這些研究共同反映了資源依賴理論

的核心，即「權力不均衡」的問題。  

在實際操作層面，原行政院內政部社會司（現為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自 2006 年開始針對居家服務評鑑制定一套統一指標，

其涵蓋五大領域並明確列明評鑑細節，期望達到各地區的一致性評

鑑。這使得績效評鑑在不同地區間具有一致性，且每項評鑑都具有

清晰的指標和定義。因此，「測量困難」—由於合約績效的評估困

難可能導致投機行為—這一變數在長照制度下可能已不再那麼重

要。本文選擇將其從評估模型中排除，並納入「權力不對稱」的觀

念，除考慮交易成本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認知外，本文也認為模型應

更深入探討權力不對稱的影響。因此，先前的 H9 和 H10 假設將進

行以下修訂：  

H9：權力不對稱的認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向於正式契約的

規定。  

H10：權力不對稱的認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趨向於關係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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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  

在協同合作中，各參與方的承辦人或主管在合約執行時往往會

形成社會互動的關係。此種互動在契約的訂定階段可能使政府部門

更具靈活性地考慮到非營利組織的特定環境與挑戰。不僅從經濟

學，甚至從社會學的視角，信任都被視為一個決定性的要素，尤其

在各組織間的交互作用中。當交易關係建立於信任之上，未來的合

作也將基於這種互信關係進行。而從長期合作和共同獲益的經驗

中，信任逐漸累積。這樣的觀察突顯了信任在組織間關係治理的重

要角色。簡言之，組織間的信任感提升可能促使資訊的更開放分享；

同時，開放的資訊分享行為也可增強互信。在管理和行銷領域，現

有文獻已明確地指出「信任」在持續合作關係中的核心地位（Jeffries 

& Reed, 2000）。這種信任被認為是一種基於非理性的期望（Tyler & 

Kramer, 1996），並表現出信任方在面對可能的投機行為時，仍然持

續信賴的脆弱狀態（Cummings & Bromiley, 1996）。值得注意的是，

這種信賴不僅限於個人，還延伸至組織間（Doney & Cannon, 1997）。

根據 Anderson 與 Narus（1986），組織間的信任包括了一組織對另

一組織會行為正確的信心。再者，當討論到組織間的信任，Hoffmann 

et al.（2010）指出它包含三個主要特質：脆弱性、風險和期望，所

有這些都與交易成本理論息息相關。從實務的角度來看，當政府與

受託單位之間的互動建立在確定的履約查核基礎上時，這種信任就

變得尤為重要。這種基於交易成本的信任也與 Edelenbos 與 Klijn

（2007）所描述的，信任能夠增進、鞏固且提升合作的效果相契合。 

綜合前述分析，本文認為實務觀察有助於優化我們的理論架

構。在關於不確定性、風險感知和權力不均等認知對於關係治理影

響的路徑中，組際信任的角色顯得尤為重要。換言之，即便受訪者

在不確定性、風險和權力不均等的考量下，但因組際信任的調節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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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們更有可能採取關係為基礎的治理方法。在此情境下，組際

信任係為一重要的調節因子。  

圖 2 

協力關係成效影響模型（修正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  圖中虛線處代表組際信任此變數的調節影響路徑。正式契約與關係

治理兩變數間的+、- 號分別表示，+當正向關係獲得統計顯著檢定

即表示兩者之間是互補的（H5、H6）；-當負相關係獲得統計顯著

檢定即表示兩者之間是互斥的（H3、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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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本文初期透過文獻檢閱形成一套初步的評估模型，為確保此模

型不僅基於理論，而能真實反映台灣居家照顧服務的實際情況，我

們進行了場域的觀察與資料蒐集，深入了解長照的具體運作狀況。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是我國在長期照護政策上的關鍵時期，

當時衛生醫療與社會福利之中央主管單位整合為衛生福利部，且同

年制頒了長期照護服務網計畫（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13）。這代

表 2013 年的資料，不僅是反映當時長照狀況的鏡像，更具有跨時期

的比較意義，能作為瞭解長照 2.0 前後政策效益的基礎。雖然時間差

距達十年，但由於長照政策的深化和擴大，2013 年的數據正能提供

我們一個重要的參照點，以評估現今政策下的變化和影響。這些場

域觀察的資料賦予我們足夠的信息來對初步模型進行修正，該部分

已在文獻檢閱中進行陳述，並使我們更精準地定義了研究的個案範

疇。隨後，根據經修正的模型，我們設計問卷並蒐集量化數據，旨

在驗證與評估該模型的適切性與效度。研究設計將主要在說明修正

後模型的問卷設計、施測過程及樣本特性，並解釋所用的量化模型

分析方法及其信效度結果。  

一、基於場域觀察的居家服務個案選擇  

在臺灣，長照服務法的制定與實施經歷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程

序。2013 年 2 月，該法案獲得行政院會的通過，並在 2015 年由立法

院正式批准，最終於 2017 年 6 月 3 日正式實施（鄧素文，2013）。

該法規範機構的設置標準、許可登記程序與方法，還有查核及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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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確保提供給民眾的服務具有一定的品質。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

口老齡化的壓力，長照服務的需求也變得越來越多元。為了更好地

滿足這些多元化的需求，2015 年時決定推出長照十年 2.0 計畫，希

望能夠增加服務的彈性、擴大服務的對象，並滿足不同族群的需求，

整體上提升照顧的連續性、創新性與多樣性（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2016）。  

對於長照服務的需求情形，綜觀全臺各縣市的長期照顧管理中

心的評估數據，顯示在所有的長照服務中，居家服務的需求最高，

占到了 66%（簡慧娟、莊金珠、楊雅嵐，2013）。透過場域觀察，

也有相同的發現，其中許多專業人員均表示「這一塊（居家服務）

是目前需求最大的部分。」 且除了需求量大，居家服務也被認為是

最具挑戰性的一部分。選擇研究的個案，尤其是在照顧領域，需要

兼顧其異質性與代表性（陳向明，2002；張韶勳，2004）。長照服

務大致上可以分為居家和機構兩大類，而在服務的提供方式上，機

構式通常是透過招標，而居家式則較常使用補助方式進行，但不論

是哪一種方式，最後都需要和政府單位簽訂明確的契約，界定雙方

的權利與義務、服務範疇等（黃源協、蕭文高，2006）。有鑑於此，

本文選擇將焦點集中在居家服務這一塊，希望透過深入的研究，能

夠探討在這一領域中「契約」和「關係」之間的微妙平衡與互動。  

二、問卷設計與施測  

本文調查問卷來自所建構的評估模型操作化而來，同時，為免

問卷題目建構時的主觀偏誤及增進施測可行性，問卷完成後即邀請

社會福利、公共行政，及問卷調查等學者，針對所建構之問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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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修正。  

(一) 問卷設計  

1. 協力關係成效 

參酌朱鎮明（2005，頁 128-132）研究指出，協力關係成效的主

觀評估指標可參考由 Wheeland（2003）以洛克山市為個案所提出的

評鑑指標，主要原因在於此些主觀指標容易找到分析與評鑑重點所

致，評鑑指標聚焦於參與協同合作各方互動關係，以及著重於協同

合作所達成的成果。在 Wheeland（2003）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夏洛特區（Charlottee）洛克山市（Rock Hill）為研究個案，

該市在 1980 年代為了因應社會與經濟的巨大變革，採取以社區為基

礎的策略規劃（community-wide strategic planning）以為因應的政策

工具。Wheeland 在目標基礎實證下，以質量資料蒐集驗證該方案策

略規劃五項目的，包括：1、透過學習以有效管理不確定性，由著重

於環境因素；2、以參與者間對於目標的共識性來解決爭端；3、讓

公民代表持續參與公共事務；4、達成具體及抽象的結果；5、建立

以社區為基礎的策略規劃治理網絡（governance network）。前三者

類似於關係的維繫，而後兩者則是關係維繫下所達成的成效。因此，

我們可看到在 Wheeland 的研究中，其以量化問卷方式郵寄至參與該

計畫方案的公民代表，而該量化問卷的測量則主要是以前三項預期

成果為主。而此也呼應本文長照服務制度本質即植基於社區導向為

基礎的方案執行性質，且依循前此對於協力成效的界定來自於彼此

對於貢獻心力之意願，因此，本文認為這樣的操作化指標實與本文

前此概念化界定相符。  

Wheeland（2003）以十道測量題目來驗證上述預期成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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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據此十道測量題組所要測量的三項關係成效來加以命名，分

別是「管理不確定性」、「衝突解決」及「持續參與」等。茲分別

針對這三構面所涵蓋的測量題目敘述。首先，「管理不確定性」共

計含有兩道測量題目。在這個概念下，主要是測量參與協同合作的

多元利害關係人，是否會在該合作關係中，相互學習以瞭解合作意

涵，並藉由所習得的能力以管理環境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再者，「衝

突解決」的測量題組共計有六道測量題目。以社群為基礎的策略規

劃就是一種協力的決策制定模式（Chrislip & Larson, 1994; Cigler, 

1996; Himmelman, 1994; Potapchuk, 1999; Sorkin et al., 1984; Thomas 

et al., 1988）。Chrislip 與 Larson（1994）認為在協力治理中，講求

合作的多元關係人，能在責任與權力共享，以及為達成成果課責為

手 段 的 方 式 下 ， 朝 向 共 同 目 標 ， 並 藉 此 形 成 互 惠 的 協 同 關 係

（Wheeland, 2003, pp. 53）。最後，「持續參與」主要表示在合作方

案中，政府雖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協力治理中必須廣泛的公

民參與，以發展計劃、共識，確保資源的有效運用。測量題組詳見

附錄一所示。  

2. 正式契約 

對於正式契約的規範主要是測量公私雙方所簽訂之契約書，彼

此認為細緻化的程度為何。考量到現行長期照顧服務委外提供服務

的契約已採定型化契約型式，因此，本文將捨棄直接詢問現實狀況

的測量方式，誠如 Poppo 與 Zenger（2002, pp. 717）的研究對於契約

複雜度（contractual complexity）的測量，參採 Macneil（1978）的

研究對於契約複雜度的測量，主要詢問契約簽訂雙方感知創建複雜

契約以面對未來不確定事件的程度。同時該文因只有一道測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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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而另參採 Joskow（1988）的研究而增加詢問受測對象彼此雙方

曾簽訂契約的長度（頁數）。依循問及主顧認為契約研擬的正式規

範程度，本文主要詢問雙方主觀自我感知對契約中規範程度的認

知，施測題目主要來自於 Cannon 與 William（1999）所發展的測量

題組，該研究獲得多數研究所引用，主要在了解市場中買賣雙方的

合作關係對於顧客滿意度的影響，其中測量「合法性保證」（ legal 

bonds）一項共計三道測量題目，該文對於合法性保證是指詳細且具

有約束力的合同協議，規定合作雙方在關係中的義務與角色。原始

題組的 Cronbach α  = 0.87。  

3. 關係治理 

關係治理主要是透過關係規範來治理協力關係中的夥伴行為

（Lusch & Brown, 1996）。關係規範（例如：資訊分享、彈性、一

致性和相互關係）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用來衡量關係治理的工具，

實際上關係治理的概念是由於關係規範加入實際的動作行為而衍生

（葉英斌、李岳儒，2012，頁  151；Heide & John, 1992; Noordewier 

et al., 1990）。Macneil（1978）也曾提出測量關係規範的十個變數，

其後因為此十項測量變數的複雜性，而縮減為四個變數，包括溝通、

彈性、一致、公平等。本文以關係規範作為關係治理的測量工具，

主要參採 Brown et al.（2000）、Cannon et al.（2000）、Ferguson et 

al.（2005），以及葉英斌與李岳儒（2012）等，將關係規範的測量

題組歸納為四道測量題目，分別表示測量溝通、彈性、一致與公平

等。  

4. 不確定性、風險認知、權力不對稱暨組際信任 

本文影響契約管理者趨向於正式契約或關係治理的三項影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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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分別是不確定性認知、權力不對稱，風險認知。有關不確定性

的認知測量，主要參採 Hoffman et al.（2010）而來。該論文主要在

測量市場中交易雙方的組際信任對於契約關係將傾向於垂直控制抑

或長期合作的夥伴關係，其中涉及交易雙方對於環境的不確定性，

該文將環境的不確定性分為市場與科技兩層面，本文借重其對於市

場不確定性的概念，來指涉政府與受託單位在長照服務領域所遭受

的挑戰：一方面，長照服務需求龐大且可能還有大量隱藏需求；另

一方面，政府不清楚合作的受託單位何時可能終止合作。同時，這

些受託單位也面臨著不確定何時會有終止合作關係的可能。因此，

本文引用該文對於不確定性的測量，專注於評估居家服務市場在需

求和供應兩端的不確定性，共計四道測量題目，原始題組的 Cronbach 

α 超過 0.7。  

風險認知題組將參採 Yang et al.（2010）修改而成，該文主要在

探討政府與私部門委外的績效評估，其中涉及對於風險認知的測

量，且該測量跳脫以往僅是站在政府端而涵蓋私部門，因此，對於

本文主要在衡量公私部門間對於風險認知的概念相同，該題組共計

三道測量題目，詢問受測者自覺居家服務委外方案本身是否具有風

險（不論委託方或受託方），方案委託本身是否具持續性，以及合

作夥伴是否會因自利選擇而違背彼此協議等風險認知，原始題組的

Cronbach α = 0.74。  

權力不對稱在本文的界定下表示權力的大小取決於依賴夥伴的

程度，兩者間的關係成反比。本文參採謝宜君與方世榮（2013）等

的研究，該文主要在討論組織之間權力不對稱關係對於彼此關係品

質的影響，該文對於權力不對稱的概念界定為夥伴關係的雙方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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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資源依賴程度的不一致所形成的不平衡認知狀態。該文在參

考 Hakansson 與 Gadde（1992）及 Johnsen 與 Ford（2001, 2002），

共設計五道測量題組，原題組組合信度（CR）為 0.822。  

組際信任在本文中主要界定為組織內部成員對於合作夥伴內部

成員的信任程度。本題組參考 Poppo et al.（2008）以及 Lui et al.（2006）

兩篇文獻對於組際信任的測量題組，該兩篇文章的測量題組主要修

改自 Zaheer et al.（1998），其中兩篇文章都有擷取的共計有四道測

量題目，另本文也參採 Muthusamy et al.（2007）針對社會交換對於

聯盟績效文章中有關聯盟組織之間對於組際信任定義中著重彼此技

能與聲譽信心程度之題組，共參採該文三道測量題目，並整合 Zaheer 

et al.（ 1998）的題組，共計七道測量題目，主要著重在可信度

（reliability）、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及公正性（fairness）。   

本文各構面題目均採 Likert 六點尺度量表進行施測，選項設計

順序為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問卷分析採計分方式，因此選填非

常同意者編碼為 6 分，而選填非常不同意者編碼為 1 分。  

(二) 問卷施測對象  

本文選定長照制度中的居家服務為研究個案，並以各縣市中所

涉的公私部門管理者作為本文施測對象。從資料了解，居家服務的

公部門契約管理主要由承辦人及科長（管理者）擬定，而在契約執

行中，主要是承辦人與受託單位管理者負責日常業務。因此，在居

家服務整個方案委託的業務上，政府單位重要的問卷施測對象即是

業務承辦人暨科長。然而，由於確切的名冊無法透過相關管道取得，

因此在問卷施測上，將直接郵寄至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或長照管理中

心，於問卷行文中請求相關承辦人協助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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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託單位名冊，本文透過衛福部社會暨家庭署的協助取得，

該名冊顯示 102 年，全台灣各縣市共計有 160 家受託單位在承接居

家服務。其中，由於金門與馬祖並未委託民間受託單位，而由政府

自行辦理，所以在本文研究目的下金門與馬祖兩縣市將不納入調查

對象。因此，本文將針對剩餘的 158 家受託單位管理者進行問卷調

查，且在數量不大的情況下，將採普查方式進行施測。而為了提高

受託單位的填答率及對於問卷填答的重視程度，在本文結果將對於

長照在實務發展上有其助益的考量下，獲得當時衛福部協助，由衛

福部以公文行文方式，將郵寄問卷以發文形式寄至各縣市政府社會

局以及各縣市受託單位，透過官方正式行文的郵寄問卷作為問卷發

放方式。  

問卷施測方式採郵寄問卷，公部門受測者為各縣市社會局（某

些縣市已成立專責的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則居家服務業務將改由該

中心辦理）負責承辦居家服務的承辦人及主管（科長、組長）；私

部門受測者為受託單位負責與委託單位簽約之主管人員，主要負責

單位內部管理居家服務督導、服務員，且係主要負責與政府主管單

位聯繫者。同時，本研究獲衛生福利部綜合規劃司的協助，將郵寄

問卷以發文形式寄至各縣市政府單位社會局以及各縣市受託單位，

藉以提高回收率。 

三、樣本特性與測量模式的信效度檢測  

(一) 樣本特性描述  

正式問卷於 102 年 12 月 27 日發放，並於 103 年 2 月催收結束。

共計回收 121 份問卷，其中包括公部門 31 份，私部門 90 份。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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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在各縣市兩份（承辦暨主管）的預設規劃下，總數為 40 份，公部

門回收率為 77.5%（31/40）；私部門名冊（各縣市受託單位名稱暨

地址）共計 158 家受託單位，私部門回收率為 56.96%（90/158）。

本文公、私部門母體總數共 198（政府計 40，私部門計 158），而回

收樣本數計 121 份，總回收率為 61.11%（121/198）。  

其中，公部門樣本中男性佔 26.7%，女性為 73.3%；私部門男女

比例各佔 17.8%及 82.2%。普遍來說以女性居多數。公部門中主管

（48.4%）與非主管職（51.6%）各約佔一半。受託單位中主管職佔

86.4%，非主管職佔有 13.6%。以年齡分層來看，不論是公、私部門

均集中在 31-40 歲這一組，公部門佔有 36.7%，私部門佔 36.4%。而

公部門中居於 41-50 歲者也佔有 36.7%。其中最少者為 61-70 歲，受

託單位有 2.3%，公部門則無。公部門受測者的教育程度集中在大學

及碩士學歷，各佔有 67.7%及 32.3%；私部門也以大學學歷居多

（62.2%），居次者為碩士學歷，佔有 23.3%。總體來說，所有受測

者中以大學學歷者佔多數，佔有 63.64%，其次者為碩士學歷，共佔

有 25.62%。對於專業背景，本文主要區分為社工及護理兩大類別，

公、私部門受訪者多以社工背景居多，公部門佔有 64.5%，而私部

門也佔有 71.1%的高比例；護理背景者，公部門佔有 6.5%，私部門

則有 16.7%。此也呼應，目前居家服務業務係屬於社會及家庭署所

管轄之故（102 年 7 月前為內政部社會司），有別於護理及健康照護

司（102 年 7 月前為衛生署護理及健康照護處）所轄的居家護理，較

偏向於專業的護理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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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測者人口統計特性  

變數  類別 * 
公部門  私部門  總計  

個數  % 個數  % 個數  % 

樣本總數  31 25.62 90 74.38 121 100 

性別  
男  8 26.7 16 17.8 24 20 

女  22 73.3 74 82.2 96 80 

職務  
主管  15 48.4 76 86.4 91 76.47 

非主管  16 51.6 12 13.6 28 23.53 

年齡  

21-30 歲  6 20.0 17 19.3 23 19.49 

31-40 歲  11 36.7 32 36.4 43 36.44 

41-50 歲  11 36.7 27 30.7 38 32.20 

51-60 歲  2 6.7 10 11.4 12 10.17 

61-70 歲  0 .0 2 2.3 2 1.69 

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  0 .0 1 1.1 1 0.83 

專科  0 .0 9 10.0 9 7.44 

大學  21 67.7 56 62.2 77 63.64 

碩士  10 32.3 21 23.3 31 25.62 

博士  0 .0 0 .0 0 .0 

其他  0 .0 3 3.3 3 2.48 

專業背景  

社工  20 64.5 64 71.1 84 69.42 

護理  2 6.5 15 16.7 17 14.05 

其他  9 29.0 11 12.2 20 16.53 

居服委託方

式認知  

以量委託  3 9.7 7 7.9 10 8.33 

以區域委託  26 83.9 80 89.9 106 88.33 

其他  2 6.5 2 2.2 4 3.33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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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測量模型分析  

本文將透過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驗證本文所提出的理論模型，由於此估計方法整合因素分析與路徑

分析兩統計概念，同時檢測測量變項與潛在變項之間以及數個潛在

變項之間的關係，以驗證理論模式的整體適切性（邱皓政，2003，

頁 1.9），整全地針對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提出完整理論模型的參數

估計。之所以採行 SEM 的考量是，其是將假設檢定的運用，自單一

的參數考驗提升到理論模型整體考驗的更高層次，突破傳統上計量

技術對於理論模型欠缺整合分析能力考驗的困境（邱皓政，2003，

頁 1.15）。Jöreskog 與 Sörbom（1993）提出檢定一組資料的共變矩

陣，有三種情境，其中之一即為「競爭模式策略」，這樣的共變矩

陣的檢定策略，乃是從數個替代的理論模式或競爭模式，藉蒐集一

組經驗資料，來檢定哪一個理論模式與經驗資料最配適。競爭模式

策略是相當好的策略，因為，通常在現實世界裡，一種社會現象並

非只有一種理論模式可以解釋，其往往有多個理論的解釋方式。哪

一種解釋的方式最好，在過去的統計方式很難加以處理，而 SEM 正

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黃芳銘，2009，頁 50）。由此觀之，本文透

過 SEM 來驗證究竟是基於經濟學觀點的正式契約對於績效的影響較

顯著，亦或是奠基在社會關係的關係治理較會影響協力成效。除了

具有理論上的意涵外，也正好透過具有理論競爭比較性的統計檢定

方式進行驗證。  

為確保本文後續的模型驗證能獲得有用的結果，結構模式構念

（construct）間關係的假定能取得可靠的檢驗，因此必須先確保測量

模式的信效度，以下將區分為違犯估計及信效度評鑑加以說明。  

1. 違犯估計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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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Hair 等（1998）所提出的，在檢驗模式估計時，首先需要

檢視是否產生所謂違犯估計現象：有無負的誤差變異數存在、標準

化係數是否超過或太接近 1、是否有太大的標準誤。倘若並未有違犯

現象，始可進一步進行整體配適度檢定及內在結構配式檢定。而標

準化參數值應屆於 0.5~0.95 間（黃芳銘，2009，頁 340-341）。從附

錄二可以看到變數 X6、X11、X13、X23、X29、X30、X32、X33

及 X34 的因素負荷量值均低於 0.5 的標準。1 但因本文所建構的潛

伏因數均為反映性指標，指標間並不會出現所謂缺一不可的形成性

構念問題。且本文所回收樣本數僅有 121 份，為使後續結構模式能

達收斂，有助本文比較公私兩部門在相同模式上路徑係數的變化。

基此，本文將刪除 X6、X11、X13、X23 等四題。  

其中 X29、X30、X32 至 X34，雖然因數負荷量低於 0.5，但由

於該題組主要來自於 Wheeland（2003）設計來測量協力雙方的互動

關係的題組，原題組由三個構面所組成，分別是管理的不確定（X29、

X30）、衝突解決（X31 至 X36）及持續參與（X37、X38）。顯然

若根據因數負荷量的標準來刪除題目進行模式縮減的目的時，管理

不確定性該構面將不被測量到。為免所測量到的協力成效不具備完

整的理論概念，因此，將以計分方式進行加總，令十道題目縮減為

三個變數，X29 與 X30 加總取平均為新觀察變數，命名為 MA

（ Managing Uncertainty）； X31 至 X36 加總取平均為變數 RC

（ Resolving Conflict ） ； X37 及 X38 加 總 取 平 均 為 變 數 CCP

（Continu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經過題目刪減與題數合併縮減

後進行驗證式因素分析，調整後的因素負荷量值介於 0.46 到 0.93，

                                                        

1. 由於因素負荷量代表觀察變項能被潛伏因數所解釋的程度，因此，未達 0.5 即表示該觀

察變數無法被潛伏因數有效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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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MA 的 0.46 與判斷準則的 0.5 差異不大，應在可接受範圍內。而

調整後測量模式的誤差變異數也未有負的誤差變異數。  

2. 信效度評鑑  

經過違犯估計的檢視後，始可進行個別測量模組的組合信度與

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的檢定（黃芳

銘，2009，頁 339-340）。就個別項目信度來看，可藉由測量指標的

多元相關平方（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 SMC）作為判斷標準，

而理想觀察變數的 SMC 值應大於 0.5（Bagozzi & Yi, 1988）。本文

的 X1、X2、X8、X12、X27 及 XMA 等觀察變數未達此標準。另一方

面，觀察構面內部一致性的組合信度，CR 值越高表示測量變項是高

度相關的，亦即表示都是在測量相同的潛伏因素。一般而言，CR 值

要到 0.7 才屬比較穩定的測量（邱皓政，2011，頁 9-29）。所有潛

在因素的組合信度中，僅有「風險認知」未超過 0.7 的標準。而就

AVE 值進行觀察，其所反映的是一個潛在變項可以被一組觀察變數

解釋的百分比，此值可代表潛伏因數可被有效估計的聚斂程度，以

0.5 作為判斷標準，則「不確定性」、「風險認知」以及「權力不對

稱」等潛伏因數的聚斂程度未達標準。針對上述並未通過判斷標準

的觀察變數，在本文樣本數過少為求模型能收斂而考慮將其刪除。

而刪除後的 CR 值及 AVE 值均有所提升。因此，刪除 X1、X2、X12、

X27。至於 XMA 並未將其刪除，主要係考量到基於理論基礎的概念

完整性，而將其保留。X8 並未刪除的主要原因在於測量模型的完整

性，至少保持每個潛伏因數內有一題以上的測量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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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效度評鑑  

潛伏

因數 

變

數 
λ SMC CR AVE λ SMC CR AVE 

          

不確

定性 

X1 0.67 0.45 

0.868 0.413 

刪除 

0.864 0.681 

X2 0.61 0.37 

X3 0.74 0.55 0.73 0.53 

X4 0.9 0.81 0.86 0.74 

X5 0.83 0.69 0.88 0.77 

風險

認知 

X7 0.73 0.53 
0.62 0.45 

0.74 0.55 
0.622 0.454 

X8 0.61 0.37 0.60 0.36 

權力

不對

稱 

X9 0.77 0.59 

0.742 0.492 

0.81 0.65 

0.738 0.586 X10 0.73 0.54 0.72 0.52 

X12 0.59 0.35 刪除 

組際

信任 

X14 0.83 0.7 

0.935 0.675 

0.83 0.7 

0.935 0.675 

X15 0.91 0.83 0.91 0.83 

X16 0.73 0.53 0.73 0.53 

X17 0.8 0.64 0.8 0.64 

X18 0.75 0.56 0.75 0.56 

X19 0.86 0.74 0.86 0.74 

X20 0.85 0.73 0.85 0.73 

正式

契約 

X21 0.85 0.73 
0.762 0.617 

0.85 0.72 
0.764 0.62 

X22 0.71 0.51 0.72 0.52 

關係

治理 

X24 0.84 0.7 

0.866 0.623 

0.94 0.71 

0.88 0.713 
X25 0.93 0.86 0.93 0.9 

X26 0.73 0.54 0.7 0.49 

X27 0.62 0.39 刪除 

協力

關係

成效 

XMA 0.46 0.21 

0.764 0.535 

0.46 0.21 

0.764 0.535 XRC 0.76 0.58 0.76 0.58 

XCCP 0.9 0.82 0.9 0.82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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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區別效度的檢定上，透過觀察潛伏因數間的關係矩陣來加

以判斷，關係矩陣上對角線數值為潛伏因數本身 AVE 值平方根，此

值必須大於該潛伏因數與其他因素的相關係數（Hair et al., 1998）。

各潛伏因數 AVE 平方根及相關係數請參照表 2 所示。  

表 3  

潛伏因數相關係數矩陣  

潛伏因數  
不確  

定性  
風險  

權力  

不對稱  

組際  

信任  

正式  

契約  

關係  

治理  

協力關  

係成效  

不確定性  0.83       

風險  0.60 0.67      

權力不對稱  0.31 0.39 0.77     

組際信任  -0.05 -0.25 -0.21 0.82    

正式契約  -0.07 -0.04 -0.12 0.64 0.79   

關係治理  -0.09 -0.01 -0.24 0.7 0.57 0.84  

協力關係成效  0.04 -0.14 -0.11 0.76 0.57 0.6 0.73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由表 3 可看到各構面 AVE 值均大於構念間共享變異值，表示本

文構面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萃取量之平方根值大於相關係數值，顯

示各構念應為不同的構念，具有區別效度。因此，本文之測量工具

能測量所建構理論的不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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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協力關係成效模型 

本節將著重於公部門和私部門的樣本分析，分成兩個類群進行

評估模型的驗證。這個驗證過程會進一步區分為兩部分，主要的分

歧在於協力執行成效的中介變數，正式契約和關係治理的關聯。其

一是正式契約如何影響關係治理，另一是關係治理如何對正式契約

產生影響。因此，本文總共將進行四個模型的驗證。  

本文公私部門各蒐集到的樣本數為 31 及 90 份，就樣本數要求

屬小樣本，因此在 SEM 分析上，非以最大概似估計法作為參數估計

方法，而改以偏最小平方法作為參數估計，以變數線性整合定義出

主成分結構後，再利用迴歸原理解釋檢驗主成份間的預測與解釋關

係。並以 Smart PLS 軟體進行。如同 Boomsma 與 Hoogland（2001）

所言，樣本數如小於 200，將容易形成無法收斂與不適當解的持續性

估計問題。然而 PLS 的優點即在於，其分析程序是將兩組測量變數

進行線性整合成簡化的幾個主成分分數，以進行一般最小平方迴歸

分析，因此即使樣本數很小（如 30 或 50 人），也可利用 PLS 進行

估計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對於測量變數數目多於樣本數，抑或是

樣本中以大量遺漏值，甚至是當測量變數的信度低落時，這些爭議

都可以在 PLS 獲得處理（邱皓政，2011，頁 35）。以下將針對調整

後的理論模式以 PLS 進行分析，驗證前此所提出的研究假設。分析

將區分為公部門及私部門兩組，透過相同理論模型進行不同組別的

路徑係數比較，藉以比較公私屬性在理論模式上的配適差異性。  

一、公部門模型分析  

(一) 模式一：正式契約影響關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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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一（圖 3）中所有外衍潛在變數影響契約管理行為的路徑係

數，均未達顯著性檢定。而契約管理行為中，正式契約對於關係治

理的影響也未具顯著性。最後，對於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中僅有正

式契約機制通過顯著性檢定。從檢定結果可以看到在公部門受測者

中，認為影響彼此間協力關係成效者主要還是來自於正式契約的運

用。再者，由此因果關係路徑圖我們也可以看到三個調節變數均未

通過顯著性檢定，表示公部門受測樣本資料無法與本文所提出的假

設模式相互配適，調節效果不顯著。不確定性、風險認知以及權力

不對稱三個潛在變數對正式契約機制的整體解釋力為 5.8%，而不確

定性、風險認知、權力不對稱、組際信任四個潛在變項，及三個調

節變項對於關係治理機制的整體解釋力為 36.4%。正式契約與關係

治理對協力關係成效的解釋能力為 17.7%。透過模式中平均共同性

指標與解釋力，可進一步計算出適配度 GoF 值，藉以判斷整體模

式的適配度（Vinzi et al., 2010）。GoF 值以 0.1、0.25 及 0.36 為

標準，各代表弱、中及強的適配度（Akter et al., 2011）。本模式

GoF 值為 0.363。  

表 4 為公部門受測對象在模式一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的分解

說明。正式契約機制與關係治理機制對於「協力成效」有兩條直接

效果，比較兩者迴歸係數可知正式契約對於協力成效影響高於關係

治理，從正式契約迴歸係數 0.446 高於關係治理機制的 -0.218 即可

見一斑。但此兩條路徑僅有正式契約機制有通過顯著性檢定。顯

示，政府部門認為正式契約相較於關係治理對於協力成效的影響較

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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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公部門契約關係與協力成效模式一總效果分解說明  

 

正式契約 關係治理 協力成效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總 

內

衍

變

項 

正式契約 -- -- 0.246 -- 0.446 -0.053 0.393 

關係治理 -- -- -- -- -0.218 -- -- 

外

衍

變

項 

不確定性認知 0.042 -- -0.199 0.01 -- -- 0.06 

風險認知 -0.093 -- -0.638 -0.023 -- -- 0.1 

權力不對稱 -0.199 -- -0.353 -0.049 -- -- -0.001 

組際信任 -- -- -1.063 -- -- 0.232 -- 

組際信任*不確

定性 
-- -- 0.259 -- -- -0.056 -- 

組際信任*風險 -- -- 0.681 -- -- -0.148 -- 

組際信任*權力

不對稱 
-- -- 0.682 -- -- -0.149 --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 模式二：關係治理影響正式契約  

模式二（圖 4）中與模式一的主要差異來自於契約管理機制中，

模式二是由關係治理影響正式契約，由檢定結果發現該路徑並未通

過顯著性檢定。其餘路徑係數的檢定結果均與模式一相同，而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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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機制與關係治理機制對於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中，亦僅有正式

契約機制對於協力關係成效達顯著性檢定。不確定性、風險認知以

及 權 力 不 對 稱 三 個 潛 在 變 數 對 正 式 契 約 機 制 的 整 體 解 釋 力 為

16.5%。不確定性、風險認知、權力不對稱及組際信任四個潛在變數，

以及三個調節變數對於關係治理機制的整體解釋能力為 32.5%。正

式契約與關係治理對協力關係成效的解釋能力為 17.6%，GoF 值為

0.382。模型路徑係數也顯示，就政府部門受測者而言，影響協力關

係成效的契約管理機制，正式契約將相較於關係治理來的重要。  

從表 5 我們可看到影響「協力成效」變數有兩直接效果及一間

接效果，直接效果來自正式契約機制與關係治理機制，由兩者迴歸

係 數 可 知 正 式 契 約 （ 0.446 ） 對 協 力 成 效 的 影 響 高 於 關 係 治 理

（-0.218）。但此兩條路徑僅正式契約機制通過顯著性檢定。顯示，

就政府部門受測者而言，認為影響協力成效的契約管理機制，正式

契約較關係治理來的重要。另關係治理對協力關係成效另具有間接

效果，關係治理透過對於正式契約的影響後，間接影響到協力關係

成效，路徑係數為 0.151，因此，關係治理對於協力關係成效的總影

響效果為-0.067，影響方向為負。而契約管理機制中，關係治理機制

對正式契約的影響具直接效果，路徑係數為 0.339，然此路徑並未通

過顯著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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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公部門契約關係與協力成效模式二總效果分解說明  

 正式契約  關係治理  協力成效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總  

內衍

變項  

正式契約  -- -- -- -- 0.446 -- 0.446 

關係治理  0.339 -- -- -- -0.218 0.151 -0.067 

外衍

變項  

不確定性認知  0.089 -0.064 -0.189 -- -- -- 0.052 

風險認知  -0.073 -0.187 -0.552 -- -- -- 0.004 

權力不對稱  -0.175 -0.146 -0.430 -- -- -- -0.049 

組際信任  -- -0.3 -0.884 -- -- -- 0.059 

組際信任 *不確

定性  
-- 0.095 0.28 -- -- -- -0.019 

組際信任*風險  -- 0.214 0.631 -- -- -- -0.043 

組際信任 *權力

不對稱  
-- 0.233 0.686 -- -- -- -0.046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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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公部門契約關係與協力成效模式一路徑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實線表通過顯著性檢定，虛線表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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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公部門契約關係與協力成效模式二路徑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實線表通過顯著性檢定，虛線表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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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部門整體關係模型分析  

(一) 模式一：正式契約影響關係治理  

私部門模式一（圖 5）中所有路徑係數的顯著性檢定僅正式契約

機制與關係治理機制對於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通過檢定，其餘路徑

係數未達顯著性。而從關係治理機制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463，高於

正式契約機制的 0.249，可以知道以關係治理機制對於協力關係成效

的影響較高。其中正式契約機制對於關係治理機制的影響並未通過

顯著性檢定。模型中，正式契約機制與關係治理機制對協力關係成

效的解釋能力為 39.2%。GoF 值為 0.492 超過強度 0.36 的判斷標準，

顯示整體模式適配度是穩定的。  

表 6 為直接與間接效果總表，影響協力關係成效有兩條直接路

徑，分別為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機制，路徑係數分別為 0.249 及

0.463。而正式契約除直接影響協力成效外，也具間接效果，透過影

響關係治理後間接影響到協力關係成效，此條路徑係數為 0.064，因

此，正式契約對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總效果為 0.313。但係數仍低於

關係治理對協力關係成效的直接影響。而外部因素對於協力關係成

效也具有間接影響，不確定性透過影響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間接

對協力關係成效的總影響效果為-0.079，而風險治理透過正式契約與

關係治理機制間接對協力關係成效的總影響效果為 0.157，權力不對

稱透過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進而影響協力關係成效的總影響效果為

-0.005。組際信任對協力關係成效具間接影響，透過關係治理再影響

協力關係成效，間接效果為 0.446，相同的，三個調節變數也均對協

力關係成效具有間接效果，並均以關係治理此變數作為中介變數，

此三項調節變數對於協力關係成效的間接影響效果，分別是組際信

任與不確定性認知的-0.034、組際信任與風險認知的-0.108，以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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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信任與權力不對稱的-0.055。  

而對於關係治理的影響，除了正式契約機制、不確定性、風險

認知、權力不對稱、組際信任以及三個調節變數的直接影響外，也

包括三個間接路徑，分別來自於不確定認知、風險認知以及權力不

對稱認知等，透過正式契約機制間接影響到關係治理機制，其中以不

確定性認知對於關係治理的間接影響最大，且影響方向是負向的，當

不確定性認知上升一個單位時，則關係治理將降低 0.036 個單位。 

表 6  

私部門契約關係與協力成效模式一總效果分解說明  

 正式契約  關係治理  協力成效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總  

內衍

變項  

正式契約 -- -- 0.139 -- 0.249 0.064 0.313 

關係治理 -- --  -- 0.463 -- 0.463 

外衍

變項  

不確定性認知 -0.262 -- 0.007 -0.036 -- -- -0.079 

風險認知 0.052 -- 0.305 0.007 -- -- 0.157 

權力不對稱 0.024 -- -0.027 0.003 -- -- -0.005 

組際信任 -- -- 0.963 -- -- 0.446 0.446 

組際信任 *不

確定性 -- -- -0.074 -- -- -0.034 -0.034 

組際信任 *風

險 -- -- -0.234 -- -- -0.108 -0.108 

組際信任 *權

力不對稱  -- -- -0.119 -- -- -0.055 -0.055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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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式二：關係治理影響正式契約  

模式二（圖 6）中所有外衍潛在變數對於契約管理行為的影響路

徑，均未達到顯著性檢定。組際信任對於關係治理的影響路徑，有

通過顯著性檢定。然而標準化迴歸係數顯示為 1.1，可能原因來自於

組際信任與關係治理兩概念之間可能具有高相關性所致，但在前此

區辨效度的檢定中，並未檢定出這兩者間的高相關性問題。  

而契約管理機制中，關係治理機制對於正式契約機制的影響路徑

係數為 0.484，且 t 值大於 1.96，通過顯著性檢定。最後，正式契約機

制與關係治理機制對於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均通過顯著性檢定。而從

關係治理機制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463，高於正式契約機制的 0.249，

可知以關係治理機制對於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較高。模型中，正式契

約與關係治理對協力關係成效的解釋能力為 39.2%，進一步計算出適

配度 GoF 值為 0.539 超過強度 0.36 的判斷標準，顯示整體模式適配度

是穩定的。根據模式二總效果分析，對於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有兩條

直接效果，分別是正式契約機制（0.249）與關係治理機制（0.463），

關係治理對於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勝於正式契約。而關係治理機制對

於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另有一條間接路徑，亦即關係治理機制影響正

式契約機制後，再影響到協力關係成效，此路徑係數為 0.121，因此，

就總效果而言，關係治理機制對於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達 0.584。 

根據模式二總效果分析表（表 7），對於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有

兩直接效果，分別是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正式契約對協力關係成效

影響的路徑係數為 0.249，而關係治理為 0.463，由迴歸係數來看，關

係治理對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更勝正式契約。而關係治理對協力關係

成效的影響另有一間接路徑，即關係治理影響正式契約後再影響協力

關係成效，此路徑係數為 0.121，因此，就總效果而言，關係治理對

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達 0.584。且此三條路徑均通過顯著性檢定。而

外衍潛在變數對於協力關係成效也具有間接的影響路徑，其中以組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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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對協力關係成效影響最高，路徑係數總效果為 0.642，包括兩條

間接路徑，一則來自於組際信任影響關係治理後，再影響到協力關係

成效（0.509）；另一是組際信任影響到關係治理，關係治理再影響到

正式契約後，最後影響協力關係成效（0.133）。而其中調節變數對於

協力關係成效的影響均為負向，以風險認知與組際信任的調節變數影

響最大。作為中介變數的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的關聯性，關係治理對

正式契約影響為正向關係，路徑係數為 0.484，且通過顯著性檢定。

另一條對於正式契約機制具有影響且通過顯著性檢定者，乃是組際信

任影響到關係治理後，再間接影響到正式契約，路徑係數為 0.532。 

表 7  

私部門契約關係與協力成效模式二總效果分解說明  

 
正式契約  關係治理  協力成效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總  

內衍

變項  

正式契約  -- -- -- -- 0.249 -- -- 

關係治理  0.484 -- -- -- 0.463 0.121 0.584 

外衍

變項  

不確定性認知  0.153 -0.004 -0.009 -- -- -- 0.033 

風險認知  0.031 0.16 0.33 -- -- -- 0.201 

權力不對稱  0.101 0.016 0.034 -- -- -- 0.045 

組際信任  -- 0.532 1.1 -- -- -- 0.642 

組 際 信 任 * 不 確

定性  
-- -0.038 -0.079 -- -- -- -0.047 

組際信任*風險  -- -0.118 -0.244 -- -- -- -0.142 

組 際 信 任 * 權 力

不對稱  
-- -0.091 -0.188 -- -- -- -0.11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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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私部門契約關係與協力成效模式一路徑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實線表通過顯著性檢定，虛線表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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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私部門契約關係與協力成效模式二路徑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註：實線表通過顯著性檢定，虛線表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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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發現與討論 

這篇研究主要探索協力成效的評估模式並對公私部門的受測者

進行分析，具體的數據結果請參考附錄三。從所得的實證數據看來，

公部門受測者在契約管理上，正式契約對協力成效具有顯著影響。

然而，在私部門，正式契約和關係治理均呈現對協力成效的顯著效

應，且以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關係治理（0.463）的影響力更勝於

正式契約（0.249）。在檢視影響契約管理行為的變數時，公私部門

的模式一與模式二均未顯示統計上的差異，但私部門的模式二中組

際信任對關係治理的影響達到顯著，儘管組際信任的標準化迴歸係

數超過 1，可能反映了概念上的重疊。總的來看，正式契約和關係治

理都對協力關係成效有顯著影響，且採取彈性規範、資訊分享和承

諾策略可有效避免雙方交易的潛在投機行為（Bradach & Eccles, 

1989; Jones et al., 1997; Adler, 2001）。  

再者，本文實證資料顯示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此兩種契約管理

行為，應是互補而非零和抵換。公私協力應可區分為協同合作執行

前與執行後兩個時間脈絡。協力前正式契約的簽訂與研擬是傾向於

嚴格規範的，此時較偏向交易成本觀的協作關係；但在契約簽訂執

行後，雙方的關係則多建立在社會網絡的互動上，彼此透過交換行

為的社會互動，偏向於關係治理的協作關係。因此，兩者在實務運

作上，呈現的是一種相輔相成的互補。且從結構方程模式的量化驗

證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在私部門樣本的模式二中，關係治理對於正

式契約是有正向影響的。亦即，當協同合作的雙方強調彼此間的資

訊交換、凝聚建立解決問題的雙邊管道，相互溝通調整創造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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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承諾，將會更有助於雙方在正式契約規範上的擬定，也會因

此更趨近於詳盡而具體。  

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在協力成效的實證模型中展現了公私部門

之間的差異。私部門管理者認為，除了正式契約的運用外，最具影

響協力關係成效的是關係治理機制。相對地，公部門則僅看重正式

契約治理機制的影響。此外，在影響契約管理行為的因素中，只有

私部門的組際信任對關係治理的影響達到顯著水平。根據此實證結

果，信任可區分為「計算型」和「關係型」。計算型信任基於經濟

觀點，源自於雙方互動檢覈中的積累，而關係型信任則建立在長期

的互動關係上。儘管有研究指出雙方的預期回報會影響信任和協

力績效（Nie et al., 2021），但在台灣的文化背景下是否如此，還

需進一步探究並驗證不同的信任類型對關係治理的影響。  

陸、結論與建議 

實證資料顯示正式契約與關係治理的契約管理行為是互補的，

而非抵換關係。在協力合作的初始階段，正式契約的簽訂與研擬往

往是嚴格規範的，此時更像是基於交易成本觀點的協同關係。但當

進入合作後的執行階段，雙方的關係主要是基於社會網絡的互動，

這種互動通常偏向於關係治理的協同關係。換句話說，雙方透過彼

此的社會互動和交換行為來建立和加強這種協同關係。實證數據也

確實反映了這一點，尤其在私部門的模式二中，我們發現關係治理

對正式契約確實有正向的影響。當合作雙方重視彼此的資訊交換、

問題解決的共同管道、以及建立共同的行動承諾時，這不僅有助於

制定正式契約的細節，而且這些契約通常會更詳細和具體。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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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結果與 Van Slyke（2007）的觀點相呼應，該研究指出私部門

在合作關係的轉變中，會從代理人角色逐漸轉變為管家角色，這也

意味著在實際的合作中，私部門不僅僅是基於交易成本經濟學的代

理人模型進行操作，而更多的是基於公私協力中所期望的關係治理

進行合作。  

當前的長照體系正處於一個關鍵時刻，隨著社會結構與人口老

齡化的趨勢不斷加劇，我們需要尋找更有效、更具人性化的方法來

滿足人們的需求。傳統的方法和契約制度確實在某些情境下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但隨著時間和技術的演進，關係治理逐漸顯現其在協

力合作中的重要性。以下將進一步奠定在本文的實證基礎下，提出

可供長照 2.0 實踐夥伴關係為基礎照顧模式的相關建議。  

一、提升長照領域的合作關係：關係治理策略的實

踐與價值  

傳統經濟學雖然假設人是理性且追求自利的，但實際上我們的

理性是有限的。當我們嘗試預先考慮契約規範中所有可能的情境

時，經常面臨到不能預見所有未來事件的挑戰。這些未預期的事件

若未獲得適當的處理，很可能導致合作方之間的衝突，進一步影響

社會關係和合作氛圍。因此，關係治理策略在此變得至關重要，不

只有助於協助緩解可能的緊張情緒，也能促使雙方更深入地了解契

約內容，從而推進資訊共享和監督機制的完善。此觀點也符合

Poppom 與 Zenger（2002）的研究。特別在長照領域，透過關係治理，

機構間可建立深厚的互信，促成資源的有效共享與合作。為了進一

步強化這一策略，應提供專門的培訓課程，提升長照服務提供者在

此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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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契約設計到深化合作：關係治理與長照機構

間的策略互補  

契約在合作關係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但隨著時間的推進，經

驗累積使我們明白，僅依賴契約無法確保合作的順利進行。在契約

簽訂的初期，採取嚴格的契約制定方式是必要的。但隨著實際執行，

建立與合作方的深厚社會關係和互動成為了不可或缺的元素。這些

經驗會被運用到未來的契約設計中，使其更為完善。因此，關係治

理和正式契約這兩種策略在長照機構的合作中應當是相輔相成的。

政府政策應鼓勵這些機構在簽訂契約時，保留彈性空間，以應對未

來的變動和需求，確保合作的持續性和關係的穩定性。也如同莊俐

昕與黃源協（2021）所提，在長照 2.0 中政府被期待在政策中建立夥

伴關係的平台，因此政府可在長照 2.0 所建構的政策架構為基礎，以

此平台協調各方利益以建立良善夥伴關係。  

三、資訊透明度、跨部門整合與社會價值導向  

為了確保長照領域的持續發展與關係治理的有效實施，資訊透

明度是不可或缺的基石。建立一個公開、全面且易於存取的資訊平

台，能確保各長照機構隨時獲得必要的資訊，從而強化合作和協調。

此外，政府部門間的跨界合作在此扮演著關鍵角色。只有當各部門

能有效地分享資源、知識和策略，我們才能實現長照服務的最大化

效益。然而，僅僅在政府與私部門之間形成合作並不足夠。在這

個合作模式中，我們必須結合官僚體制的制度性和市場的活力，

但同時也要堅守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這意味著在公私協作的過

程中，除了效率和效益外，我們還應該深入關注社會公正、平等

與持續性等價值觀念，以確保各項策略和活動都能真正回應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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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與期望。  

四、持續優化：關係治理的動態監督與調整  

在一個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中，維持高效的關係治理不僅需要

策略性的規劃，還需要持續地監督與評估其實施狀況。隨著時間的

進展和外部環境的變動，先前制定的策略和計劃可能會出現不適應

之處。因此，我們應定期檢視關係治理的實際運作，以確保其仍能

滿足當前的需求和期望。為了確保評估的客觀性與深度，建議設立

一個專門的監督與評估委員會。該委員會可以定期收集各方面的資

料和反饋，進行深入的分析，並提出具體的建議或調整方案。此外，

該委員會還應負責與各相關方面進行溝通，確保他們了解並支持所

提出的改進措施，從而確保關係治理策略的持續適應性和最大效益。 

在未來的研究方向上，基於本文的研究基礎，我們可以探討動

態的資料收集過程，與目前橫斷面的實證方法形成對照。若能將研

究時間框架由橫斷面轉變為縱向追踪，並在契約設計時考慮特定的

個案背景，控制地理和人口差異後，能針對不同的契約設計和實施

策略進行分類。使用準實驗的研究方法來觀察在合作生命週期中，

不同階段的契約管理差異，將有助於更加確實地驗證合作執行效果

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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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描述統計摘要表  

研究

變項  
問卷題目  n % m s 

不確

定性  

認知  

X1 公 .對於長期照顧委外很難估計它的潛

在失能人口有多少。  
31 71.0 1.29 0.46 

X1 私 .對於長期照顧委外很難估計它的潛

在失能人口有多少。  
87 62.1 1.38 0.49 

X2 公 .對於長期照顧委外很難估計它的提

供單位有多少。(泛指現已提供以及潛在

可提供者) 

31 41.9 1.58 0.50 

X2 私 .對於長期照顧委外很難估計它的提

供單位有多少。(泛指現已提供以及潛在

可提供者) 

87 47.1 1.53 0.50 

X3 公 .長期照顧委外的補助金額通常是不

容易預測的。  
30 63.3 1.37 0.49 

X3 私 .長期照顧委外的補助金額通常是不

容易預測的。  
88 63.6 1.36 0.48 

X4 公 .在我所服務的縣市中，我很難去估

計居家服務的需求量。  
31 61.3 1.39 0.50 

X4 私 .在我所服務的縣市中，我很難去估

計居家服務的需求量。  
89 58.4 1.42 0.50 

X5 公 .居家服務該項服務提供而言，我難

以估計應受到多少補助金額。  
31 58.1 1.42 0.50 

X5 私 .居家服務該項服務提供而言，我難

以估計應受到多少補助金額。  
88 51.1 1.49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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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變項  
問卷題目  n % m s 

風險

認知  

X6 公 .一般而言，政府將居家服務委外難

免會有風險。  
31 67.7 1.32 0.48 

X6 私 .一般而言，承接政府的居家服務委

外方案難免會有風險。  
89 91.0 1.09 0.29 

X7 公 .一般而言，居家服務委外可能會因

為受託單位的退出，而顯得不穩定。  

31 87.1 1.13 0.34 

X7 私 .一般而言，居家服務委外可能會因

為取得委託單位在委託方案上的難以持

續，而顯得不穩定。  

89 71.9 1.28 0.45 

X8 公 .一般而言，居家服務委外的風險可

能來自於受託單位因單位存續的理由，

而不遵守契約條文的規定。  

31 90.3 1.10 0.30 

X8 私 .一般而言，承接居家服務提供的風

險可能來自於委託單位因服務提供的理

由而跳脫契約條文的規定。  

89 64.0 1.36 0.48 

權力

不對

稱認

知  

X9 公 .跟受託單位結束委託關係，會造成

我們在服務提供上的損失。  
31 80.6 1.19 0.40 

X9 私 .跟委託單位結束委託關係，會造成

我們組織運作上的損失。  
89 84.3 1.16 0.37 

X10 公 .跟受託單位結束委託關係，會影響

到我們政府的聲譽。  
31 25.8 1.74 0.44 

X10 私 .跟委託單位結束委託關係，會影響

到我們組織的聲譽。  
89 65.2 1.35 0.48 

X11 公 .我們對居家服務的委託規劃取決

於受託單位的能力而定。  
31 83.9 1.16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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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變項  
問卷題目  n % m s 

X11 私 .我們對居家服務的策略規劃取決

於委託單位的委託計劃而定。  
89 82.0 1.18 0.39 

X12 公 .我們對於居家服務補助金額的議

價力，不如我們的受託單位。  
31 29.0 1.71 0.46 

X12 私 .我們對於居家服務補助金額的議

價力，不如我們的委託單位。  
87 82.8 1.17 0.38 

X13 公 .受託單位經常為減少對於居家服

務的補助依賴，而發展自費型服務。  
31 32.3 1.68 0.48 

X13 私 .委託單位經常為防止對受託單位

的依賴，而盡力培養可參與提供居家服

務的單位。  

88 65.9 1.34 0.48 

組際

信任  

X14 公 .受託單位會公平地與我協議  31 77.4 1.23 0.43 

X14 私 .委託單位會公平地與我協議。  89 61.8 1.38 0.49 

X15 公 .受託單位是值得信賴的  31 90.3 1.10 0.30 

X15 私 .委託單位是值得信賴的。  90 68.9 1.31 0.47 

X16 公 .我瞭解受託單位的行動，它總是能

如我預期的來處理事情。  
31 67.7 1.32 0.48 

X16 私 .我瞭解委託單位的行動，它總是能

如我預期的來處理事情。  
90 50.0 1.50 0.50 

X17 公 .我相信受託單位會盡力為我著想。 31 61.3 1.39 0.50 

X17 私 .我相信委託單位會盡力為我著想。 90 58.9 1.41 0.49 

X18 公 .我與受託單位都會遵守彼此的承

諾  
31 93.5 1.06 0.25 

X18 私 .我與委託單位都會遵守彼此的承

諾。  
90 83.3 1.17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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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變項  
問卷題目  n % m s 

X19 公 .我對受託單位的專業有信心  31 83.9 1.16 0.37 

X19 私 .我對委託單位的專業有信心。  90 72.2 1.28 0.45 

X20 公 .我對受託單位的聲譽有信心  30 96.7 1.03 0.18 

X20 私 .我對委託單位的聲譽有信心。  88 77.3 1.23 0.42 

正式

契約  

X21 公 .我們和受託單位之間有正式的協

議，能夠清楚說明雙方的義務。  
31 100.0 1.00 0.00 

X21 私 .我們和委託單位之間有正式的協

議，能夠清楚說明雙方的義務。  
89 87.6 1.12 0.33 

X22 公 .我們和受託單位之間的關係主要

是根據一開始即簽訂的契約內容。  
31 96.8 1.03 0.18 

X22 私 .我們和委託單位之間的關係主要

根據一開始即簽訂的契約內容。  
89 92.1 1.08 0.27 

X23 公 .我們與受託單位之間，並沒有具

體、詳細定義的協議。  
31 9.7 1.90 0.30 

X23 私 .我們和委託單位之間，並沒有具體

詳細定義的協議。  
90 20.0 1.80 0.40 

關係

治理  

X24 公 .在受託單位提供居家服務時，我們

彼此會提供即時和準確的訊息，且願意

花時間來溝通。  

31 90.3 1.10 0.30 

X24 私 .在承接委託單位居家服務委託方

案時，我們彼此會提供即時和準確的訊

息，且願意花時間來溝通。  

90 80.0 1.20 0.40 

X25 公 .在受託單位提供居家服務時，如果

有需要會修改協議，一起解決問題或衝

突。  

31 93.5 1.06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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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變項  
問卷題目  n % m s 

X25 私 .在承接委託單位居家服務委託方

案時，如果有需要會修改協議，一起解

決問題或衝突。  

90 83.3 1.17 0.37 

X26 公 .彼此能對服務的方式和數量協商

出一個雙方都接受的看法。  
31 90.3 1.10 0.30 

X26 私 .彼此能對服務的方式和數量協商

出一個雙方都接受的看法。  
90 72.2 1.28 0.45 

X27 公 .對於委託關係所涉雙方在利益與

成本方面的處理都是公平、公正的。  
31 83.9 1.16 0.37 

X27 私 .對於委託關係所涉雙方在利益與

成本方面的處理都是公平、公正的。  
90 63.3 1.37 0.48 

協力

關係

成效  

X29 公 .我們不但能完成居家服務，也學習

到如何把握機會來促進彼此的利益。  
31 100.0 1.00 0.00 

X29 私 .我們不但完成居家服務，也學習到

如何把握機會來促進彼此的利益。  
90 92.2 1.08 0.27 

X30 公 .在彼此合作的過程中，我更能瞭解

到解決居家服務執行困難的替選方案。  
31 96.8 1.03 0.18 

X30 私 .在彼此合作的過程中，我更能瞭解

到解決居家服務執行困難的替選方案。  
90 91.1 1.09 0.29 

X31 公 .我能和受託單位培養很好的工作

情感。  
31 96.8 1.03 0.18 

X31 私 .我能和委託單位培養很好的工作

情感。  
90 90.0 1.10 0.30 

X32 公 .在執行居家服務後，我更願意投入

心力與資源，讓居家服務做得更好。  
31 96.8 1.03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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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變項  
問卷題目  n % m s 

X32 私 .在執行居家服務後，我更願意投入

心力與資源，讓居家服務做得更好。  
89 98.9 1.01 0.11 

X33 公 .在執行居家服務提供的過程中，我

會為了達成目標而不計較個人的利益。  
31 90.3 1.10 0.30 

X33 私 .在執行居家服務提供的過程中，我

會為了達成目標而不計較個人的利益。  
89 92.1 1.08 0.27 

X34 公 .我會因為參與執行居家服務受到

鼓舞而努力把案子做好。  
31 90.3 1.10 0.30 

X34 私 .我會因為參與執行居家服務受到

鼓舞而努力把案子作好。  
89 92.1 1.08 0.27 

X35 公 .我肯定提供居家服務的受託單位。 31 100.0 1.00 0.00 

X35 私 .我肯定辦理居家服務的委託單位。 88 90.9 1.09 0.29 

X36 公 .受託單位所表現的公開與可信，讓

我可以放心。  
31 93.5 1.06 0.25 

X36 私 .委託單位所表現的公開與可信，讓

我可以放心。  
89 80.9 1.19 0.40 

X37 公 .我相信受託提供居家服務單位的

主管。  
31 100.0 1.00 0.00 

X37 私 .我相信委託居家服務的單位主管。 89 83.1 1.17 0.38 

X38 公 .受託單位的主管會願意採納我們

公部門的建議。  
31 96.8 1.03 0.18 

X38 私 .委託單位的主管會願意採納我們

受託單位的建議。  
89 79.8 1.20 0.40 

註：表格中 n 表示樣本數、%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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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測量模式違犯估計檢視  

表  1  

測量模式解釋變異參數估計表  

潛伏因數 變數 參數 
非標準化 

參數值 
標準誤 T值 

標準化 

參數值 

不確定性 X1 λ1 0.78 0.10 7.94 0.67 

X2 λ2 0.75 0.11 7.00 0.6 

X3 λ3 0.94 0.10 9.07 0.74 

X4 λ4 1.06 0.09 12.28 0.9 

X5 λ5 1.00 0.09 10.78 0.83 

風險認知 X6 λ6 0.47 0.11 4.40 0.45 

X7 λ7 0.87 0.12 7.25 0.72 

X8 λ8 0.76 0.12 6.11 0.6 

權力不對稱 X9 λ9 0.89 0.10 8.87 0.78 

X10 λ10 1.01 0.12 8.08 0.72 

X11 λ11 0.52 0.11 4.89 0.47 

X12 λ12 0.77 0.12 6.55 0.6 

X13 λ13 0.59 0.12 5.11 0.49 

組際信任 X14 λ14 0.96 0.09 11.15 0.83 

X15 λ15 1.01 0.08 12.88 0.91 

X16 λ16 0.71 0.08 9.11 0.73 

X17 λ17 0.78 0.07 10.43 0.8 

X18 λ18 0.69 0.07 9.52 0.75 

X19 λ19 0.86 0.07 11.64 0.86 

X20 λ20 0.78 0.07 11.57 0.85 

正式契約 X21 λ21 0.78 0.08 9.93 0.87 

X22 λ22 0.57 0.07 7.70 0.69 

X23 λ23 0.47 0.11 4.37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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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因數 變數 參數 
非標準化 

參數值 
標準誤 T值 

標準化 

參數值 

關係治理 X24 λ24 0.87 0.08 10.96 0.84 

X25 λ25 0.96 0.07 12.96 0.93 

X26 λ26 0.78 0.09 9.03 0.73 

X27 λ27 0.75 0.10 7.32 0.62 

協力關係成效 X29 λ29 0.29 0.07 3.94 0.36 

X30 λ30 0.33 0.07 4.70 0.42 

X31 λ31 0.51 0.06 7.97 0.66 

X32 λ32 0.17 0.06 2.75 0.26 

X33 λ33 0.26 0.08 3.06 0.28 

X34 λ34 0.30 0.09 3.53 0.32 

X35 λ35 0.61 0.06 10.11 0.79 

X36 λ36 0.85 0.07 12.04 0.88 

X37 λ37 0.79 0.07 11.84 0.87 

X38 λ38 0.80 0.07 11.37 0.85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由下表 2 可以看到所有觀察變數的誤差變異並未出現負值。  

表 2  

測量模式誤差參數估計表  

潛伏因數 變數 參數 
非標準化 

參數值 
標準誤 T值 

標準化 

參數值 

不確定性  X1 δ1 0.77 0.11 7.08 0.56 

X2 δ2 0.98 0.13 7.27 0.64 

X3 δ3 0.74 0.11 6.74 0.46 

X4 δ4 0.25 0.06 3.97 0.18 

X5 δ5 0.45 0.08 5.75 0.31 

風險認知  X6 δ6 0.89 0.13 7.05 0.8 

X7 δ7 0.73 0.16 4.60 0.49 

X8 δ8 1.03 0.17 6.10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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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因數 變數 參數 
非標準化 

參數值 
標準誤 T值 

標準化 

參數值 

權力不對稱  X9 δ9 0.52 0.11 4.73 0.4 

X10 δ10 0.94 0.17 5.57 0.48 

X11 δ11 0.97 0.14 7.20 0.78 

X12 δ12 1.02 0.15 6.62 0.63 

X13 δ13 1.12 0.16 7.14 0.76 

組際信任  X14 δ14 0.40 0.06 6.80 0.3 

X15 δ15 0.21 0.04 5.72 0.17 

X16 δ16 0.45 0.06 7.29 0.47 

X17 δ17 0.35 0.05 7.02 0.36 

X18 δ18 0.37 0.05 7.22 0.44 

X19 δ19 0.27 0.04 6.60 0.27 

X20 δ20 0.22 0.03 6.63 0.27 

正式契約  X21 δ21 0.19 0.08 2.50 0.24 

X22 δ22 0.35 0.06 5.85 0.52 

X23 δ23 1.06 0.14 7.40 0.83 

關係治理  X24 δ24 0.33 0.05 5.95 0.3 

X25 δ25 0.15 0.04 3.35 0.14 

X26 δ26 0.53 0.08 6.93 0.47 

X27 δ27 0.88 0.12 7.31 0.61 

協力關係成效  X29 δ29 0.56 0.07 7.66 0.87 

X30 δ30 0.50 0.07 7.62 0.82 

X31 δ31 0.34 0.05 7.30 0.56 

X32 δ32 0.40 0.05 7.71 0.93 

X33 δ33 0.77 0.10 7.70 0.92 

X34 δ34 0.78 0.10 7.68 0.89 

X35 δ35 0.23 0.03 6.80 0.38 

X36 δ36 0.21 0.04 5.73 0.23 

X37 δ37 0.20 0.03 5.90 0.24 

X38 δ38 0.25 0.04 6.23 0.28 

資料來源：本研究。 

    經題目刪減與題數合併縮減後，再依據新變數資料進行驗證式因素

分析，下表 3 與表 4 為調整後解釋變異量與誤差變異量的估計值。由調整

後的因素負荷量來看，其值介於 0.46 到 0.93，而 MA 的 0.46 與判斷準則

的 0.5 差異不大，應在可接受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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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調整後測量模式解釋變異參數估計表  

潛伏因數 變數 參數 
非標準化 

參數值 
標準誤 T值 

標準化 

參數值 

不確定性 X1 λ1 0.79 0.10 7.96 0.67 

X2 λ2 0.75 0.11 7.04 0.61 

X3 λ3 0.94 0.10 9.10 0.74 

X4 λ4 1.06 0.09 12.22 0.9 

X5 λ5 1.00 0.09 10.75 0.83 

風險認知 X7 λ7 0.89 0.13 6.89 0.73 

X8 λ8 0.78 0.13 6.03 0.61 

權力不對稱 X9 λ9 0.88 0.11 8.12 0.77 

X10 λ10 1.02 0.13 7.75 0.73 

X12 λ12 0.75 0.12 6.15 0.59 

組際信任 X14 λ14 0.96 0.09 11.15 0.83 

X15 λ15 1.01 0.08 12.88 0.91 

X16 λ16 0.71 0.08 9.13 0.73 

X17 λ17 0.78 0.07 10.44 0.8 

X18 λ18 0.69 0.07 9.53 0.75 

X19 λ19 0.86 0.07 11.65 0.86 

X20 λ20 0.77 0.07 11.55 0.85 

正式契約 X21 λ21 0.76 0.08 9.31 0.85 

X22 λ22 0.58 0.08 7.78 0.71 

關係治理 X24 λ24 0.87 0.08 10.99 0.84 

X25 λ25 0.95 0.07 12.91 0.93 

X26 λ26 0.78 0.09 9.05 0.73 

X27 λ27 0.75 0.10 7.32 0.62 

協力關係成效 XMA λMA 0.32 0.06 5.01 0.46 

XRC λRC 0.44 0.05 9.25 0.76 

XCCP λCCP 0.78 0.07 11.61 0.9 

資料來源：本研究。 

    而觀察調整後測量模式的誤差變異數，也並未有出現觀察變數的

誤差變異數具有負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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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調整後測量模式誤差變異參數估計表  

潛伏因數 變數 參數 
非標準化 

參數值 
標準誤 T值 

標準化 

參數值 

不確定性 X1 δ1 0.77 0.11 7.06 0.55 

X2 δ2 0.97 0.13 7.26 0.63 

X3 δ3 0.73 0.11 6.71 0.45 

X4 δ4 0.26 0.06 4.02 0.19 

X5 δ5 0.46 0.08 5.74 0.31 

風險認知 X7 δ7 0.71 0.18 3.98 0.47 

X8 δ8 1.01 0.17 5.76 0.63 

權力不對稱 X9 δ9 0.54 0.13 4.13 0.41 

X10 δ10 0.91 0.19 4.72 0.46 

X12 δ12 1.05 0.16 6.47 0.65 

組際信任 X14 δ14 0.40 0.06 6.79 0.3 

X15 δ15 0.21 0.04 5.74 0.17 

X16 δ16 0.45 0.06 7.28 0.47 

X17 δ17 0.34 0.05 7.01 0.36 

X18 δ18 0.37 0.05 7.21 0.44 

X19 δ19 0.26 0.04 6.59 0.26 

X20 δ20 0.22 0.03 6.63 0.27 

正式契約 X21 δ21 0.22 0.08 2.69 0.27 

X22 δ22 0.33 0.06 5.36 0.49 

關係治理 X24 δ24 0.32 0.05 5.92 0.3 

X25 δ25 0.15 0.04 3.44 0.14 

X26 δ26 0.52 0.08 6.92 0.46 

X27 δ27 0.88 0.12 7.31 0.61 

協力關係成效 XMA δMA 0.38 0.05 7.46 0.79 

XRC δRC 0.14 0.02 5.94 0.42 

XCCP δCCP 0.13 0.05 2.75 0.18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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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Formal Contract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on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Long-Term Care Service System 

in Taiwan 
 
 

Chian-Wen Wa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has become a trend in 

contemporar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and academic research. 

However, studies on collaboration have primarily overlooked a 

crucial topic: the attitudes held by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managers towards collaboration. As attitudes determine behavioral 

patterns, it is essential not just to focus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llaboration outcomes but 

also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rules lies in the 

hands 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managers representing their 

organizations. Moreover, research o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redominantly adopts an economic approach, yet comprehensive 

empirical models from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still need 

to be available. In light of the above, this study primarily aims 

to construct theoretical pathways from economic and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specifically from the viewpoint 

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managers. The objective is to explore 

how and why these managers' attitudes toward contra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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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 collaborative behavior (formal contracts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For our case study, we chose the currently most 

controversial and significan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he 

long-term care system.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Public 

sectors favor formal contracts as a mechanism for contract 

operation, while private sectors lean more towards relational 

governance. 2. Quantitative data confirm that formal contracts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complement each other rather than being 

substitutes. 
 

Keywords: formal contrac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relation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collaboration, Long-Term 

Care Service System 

 

 

 

 

 

 

 

 

 

 

 

 


